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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类型电影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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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瑜

摘　要：中国类型电影研究首先要面对 “类型电影”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的混乱。电影类型是对某一时期所有电影的一种笼统分类，类型电影是一个历史性

概念，是电影成规与惯例集合的结果；二是商业电影与类型电影的模糊。类型电影仅是商业电影中的一种低

预算类型；三是 “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复杂形态。由于缺乏成熟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基础，又被赋予了政

治功能，中国类型电影呈现出不同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自身特性。

关键词：中国电影；类型电影；电影类型；商业电影

作者简介：陈瑜，女，副教授，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５）

中图分类号：Ｊ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５５２（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６１－０５

在好莱坞电影雄霸天下的今天，我国的类型电影似乎正在努力扮演一种 “民族电影英雄”的角色，对

中国类型电影的研究也成为了近年电影研究的一个热点。由于中国电影本身是西方的舶来品，在讨论中国

类型电影时，我们不得不始终面对一个与西方这个巨大的他者进行对话的问题，对中国类型电影的谈论不

得不建立在所谓 “中西之别”的空间维度和 “现代与当代的转型”的时间维度上。这就使 “类型电影”

在有关当代中国电影的各种观念中，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除了时空分延的复杂之外，类型电影问

题自身所包含的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分野、编导诉求与受众识别之间的博弈已将电影研究的诸多层面的

问题搅和在了一起。研究中国类型电影问题我们不能无视类型电影的复杂性，本文认为，这种复杂性主要

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

研究中国类型电影，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 “电影类型”和 “类型电影”。在众多有关

电影类型化创作的表述中，以主题、题材为区分标志的电影分类方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且为大多数人

（无论是编导还是观众，抑或是专家）都能接受的观念，这也使得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之间的界限似乎不

太容易分得清楚。其实不然。

对电影类型的划分动机来自于量化统计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分析某一年度或某一时期出产的电影作

品，区分为各种类型往往能发现问题。如在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中，对２００８年４０６部影片中
２０６部影片进行了分类：“情感伦理类影片６０部，占２９％；爱情类影片２７部，占１３１％；人物传记类影
片１１部，占５３％；历史古装片５部，占２４％；喜剧片１６部，占７８％；武打、动作及警匪类影片１３
部，占６３％；惊悚、悬疑类影片４部，占１９％；儿童类影片１７部，占８３％；革命历史、军事片１０部，
占４９％；体育片４部，占１９％；青春类影片２７部，占１３１％。公益片５部，占２４％；戏曲片４部，占
１９％；灾难片３部，占１５％。”［１］。

从中不难发现，电影类型分析的特点在于：（１）其分析对象是某一时段的所有影片。这与类型电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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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面有很大的不同，即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是类型电影，类型电影仅仅能够有效地分析其中部分影片。

如果从电影理论对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区分的角度来看的话，类型电影往往与商业电影关系密切，而艺术

电影与商业电影则针锋相对，同时也是 “反类型”电影 （尽管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下文会涉及）；（２）

其分类原则是根据影片内容、形式或风格特点单向度进行的，没有将观众、市场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也与

类型电影有很大的区别。类型电影是历史形成物，是在对观众口味的迎合、创造中逐渐确立的相对稳定的

电影元素的集合，“因此一种类型的规则与其说是一套文本的成规与惯例，不如说是由制片人、观众等共

享的一套期望系统。同一类型范畴内的电影彼此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观众认同并期望与新奇事物之间相

互作用。一种类型的传统沿着普遍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或真实性的惯例存在。”［２］在类型电影研究中，最要警

惕的正是将之与电影类型混为一谈，正如汤姆·拉耶尔所说的，“如果类型批评只是简单地建构多种分类，

并把影片分派到它们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那么这种实践的智力基础当然会被质疑。”［３］ （３）如果进一步

细分析的话，上述电影类型的区分标准其实是随机性的，其分类标准缺乏统一性和唯一性。比如说，“情

感生活类影片”达１１３部，难道其他电影中就没有情感生活了吗？历史类影片就不是古装片吗？警匪片难

道就不惊悚悬疑了吗？动作类、惊悚类是从该影片主要的风格化元素来划分的，音乐片、戏曲片则主要是

从形式化因素来分类的，这一锅 “东北乱炖”能烧出什么味道出来真的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我

们了解这一段时期的电影生产、制作以及文化消费毫无意义。当然，在类型电影分析中也会出现类型元素

混杂以及从不同角度对电影进行类型化分析的现象，如 《红磨坊》就以 “令人眼花缭乱的电影参照、历

史互文本和文化隐喻的集合，否认了单一类型种类；然而，它同时也暗示了对这些类型构成的高度精确的

预先了解，从而才能理解它们的挪用和重构。”［３］也就是说，从具体影片来说，既存在着对类型电影的依

附，也存在着有意的偏离，对影片的类型电影分析也并非要削足适履，而是作为理论参照充分展开其内在

构成的复杂性。

二、作为商业电影的类型电影

如前所述，类型电影只是所有电影中的一部分，而且往往被认为与商业电影关系密切，因此我们面对

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类型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是何关系。理查德·麦特白在 《好莱坞电影———１８９１年以来

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中对好莱坞电影工业体制中类型电影的发生史做了清晰的描述。在他看来，“对于

制片人拍摄、宣传一部影片以及观众对影片的反应而言，类型片的独特性体现在它组合这些元素的方式

上。”最初，制片业开始用 “故事类型”来区分他们的产品，然后批评家有时会将其中比较成熟的故事类

型上升到类型电影的高度来理解。但是这种类型区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 “一种机会主义的多层分类系

统，并不要求一种类型划分与其他分类方法截然分开。这些不同的分类系统不断被修订，于是在任何一个

时期都不止一套分类系统在使用，同时，分类中矛盾的出现不可避免。尽管如此，通过类型对电影进行区

分的做法对于制作者的好处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它们提供了财政保障：类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总是

预售给它们的观众，因为观众在他们对这部电影进行任何实际的参与之前，就已经对这种类型拥有一种感

觉和体验。而且，一些类型相对其他类型具有更高的预期收益性。……第二，类型片能保证它们虚构的故

事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为观众展开，这将为他们提供他们所期待的快感满足。通过提供这种预知，类型电影

鼓励在娱乐中产生的观众的掌握与控制快感。……观众的这种对可预知性的要求与伴随标准化生产的好莱

坞电影工业的经济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语境下，类型成为好莱坞调控差异和消费行为的美学体

制的中心要素。”［２］（７０、７３）麦特白的这一描述显示了在类型电影的形成过程中，“电影类型”正是一个重要的

起点，前述 “电影类型”的混乱正是这种 “机会主义的多层分类系统”的体现。

现在的问题是，从电影类型向类型电影的转换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推动的力量是什么？对此，麦特

白指出，制片方为了确保收益，必须尽可能地降低预算， “低预算生产强调模式化和可预知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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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奇呈现为可预知，平衡人们熟悉的惯例和变异元素”。［２］（７６）于是，可预知的元素被成规化，形成相对

稳定的模式，一方面使得制片方的拍摄变得 “自动化”了，另一方面也使得观众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观影

期待，其结果便是，电影工业实现了良性循环，生产／消费、投资／收益变成可测量、可规划的行为，这也

正是电影工业实现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但是，类型电影仅仅是商业电影生产逻辑中的一种，而且是低

预算生产逻辑的结果。在电影工业中，还存在一个高预算高收益的生产逻辑，这就是明星制。作为具有知

名度的演员，明星往往拥有不同的观众群，明星依靠角色建立起声誉，吸引观众的注意，从而会引导观众

更多关注这一明星所拍摄的影片，由此形成明星经济价值的提升。明星的经济价值被制片人发现之后，作

为电影工业最核心的市场化运作，如高概念、策划、项目预算、投资、角色、制作、发行、放映到各种电

影衍生产品的开发，都开始围绕明星来展开［４］。于是，在商业电影的逻辑之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

型化方向：一种是低预算的类型电影，它更多依靠情节和类型的成规和惯例，另一种则是高预算的类型电

影，其可识别元素通过它的明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２］（７６）。

但是明星类型化似乎并没有真正被纳入到类型电影的理论思考之中，类型电影更多地从情节类型和叙

事类型的角度被定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从低预算类型电影角度展开，类型电影被界定为 “公式化的情

节”、“定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视觉形象”等等，被命名为 “西部片”、“恐怖片”、“喜剧片”、、“歌

舞片”、“战争片”、“强盗片”、“政治片”、“警匪片”、“悬念片”等等，更要命的是，类型电影被理解为

建立在制片人专权基础上的电影生产，因此，随着大制片厂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逐渐解体，类型

电影也便趋于衰落。［５］如果从低预算的类型电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

将之放于更多样的因素参照下，可能问题会变得更复杂。比如说，明星电影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类型电影

呢？当我们分析 “周星驰电影”时，会发现其类型化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无厘头式的搞笑成为其标志性风

格；再比如说，作者电影难道就与类型电影毫无关联吗？如希区柯克电影被视为惊险悬念电影的杰出代

表；还比如说，艺术电影难道就是 “反类型化”的吗？当贾樟柯从 《小武》开始，经历 《站台》、《任逍

遥》、《世界》乃至 《三峡好人》、《２４城记》时，其 “反寓言”、“非诗化”、“长镜头”，关怀大时代剧烈

变动中的底层状态的取向使得他独树一帜，这些标志性的特点使得他的影片具有了明显的可识别性，同

时，这种相对稳定的风格化也使得他的电影具有了某种类型电影的特征 （其与作为商业电影的类型电影最

重要的区别，只在于贾樟柯的电影没有票房，没有市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判断贾樟柯的电影没

有观众，事实可能是大家不是通过电影院去欣赏他的电影）。再比如说，作为高投入高收益的电影生产，

近几十年来所谓 “好莱坞大片”占据了全球电影市场的绝对份额，作为以明星制为基础的高投入类型电影

的延续，高科技所营造的奇观影像成为这一类型电影的突出标志，并且被正式整合到类型电影的分析框架

之中［３］。

三、所谓 “中国式类型电影”

也许最令人兴奋的话题就是对 “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吁请。如有学者认为类型电影是中国商业电影真

正的源头，并将古装片指认为中国电影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商业电影类型［６］；也有学者指出，“非商业化的

‘国家电影模式’以及所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也是讨论中国类型电影的首要因素［７］；面对新时期以来的

电影创作，有学者将张艺谋的 《红高粱》视为中国的西部片，认为这是张艺谋向主流商业电影回归的结

果，体现出了对中国式类型片的探索［８］；尤其是在当代电影逐步产业化，必须应对好莱坞电影冲击的情况

下，以类型电影来拯救民族电影也成为开出的药方之一［９］，等等。很显然，“中国式类型电影”不仅仅进

入了电影研究的视野，而且还承担起了应对当代中国民族电影振兴的使命。那么，我们该如何谈论 “中国

式类型电影”呢？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 “西方类型电影”与 “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关系。无论如何，

３６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１７卷

类型电影从其起源还是发展都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突飞猛进，以之

作为参照来思考中国电影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类型电影的模式来分析

中国电影。其原因有三：（１）类型电影准确地说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即使从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发展来

看，类型电影事实上经历了一个从 “西部片”到 “恐怖片”再到其他类型电影的轮换更替，也就是说，

所谓类型电影其实是一个历史性概念，而不属于共时性范畴，如此，我们就不能用他者的历史来要求中国

的现实了；（２）好莱坞类型电影是建立在逐步成熟的电影工业及电影市场基础之上的，因此，类型电影与

商业电影间的紧密关系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中国式类型电影则不一样，直到现在，市场化水平不高一直是

困扰中国电影发展的瓶颈，因此，“非商业电影”因素必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３）即使是好莱坞电

影，目前也已进入到后类型电影时代，随着大制片厂的解体和电影市场的分化，类型电影的黄金时期已经

成为过去。因此，我们只有从当代中国电影发展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理想化模式出发

来讨论，才有可能破解中国式类型电影的文化逻辑。

如果只是将西方类型电影视为一个他者，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标准来看待，却是我们发现中国式类型

电影问题的极好契机。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有下面几个问题值得特别重视：① “人有我无”。如科幻片

在西方类型电影中是一个规模庞大和有悠久历史的类型，但是中国电影中却极少科幻电影的存在。为什么

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这既与中国电影缺乏高科技手段有关，更重要的，可能与中国人对未来的态度有关

———不同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传统，对未来的想象是基于时间的线性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

人根深蒂固的未来观念却是循环系统的，对于未来的想象往往是指向过去或以过去作为参照的。② “人无

我有”。如 “武侠片”（或 “功夫片”）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贡献给世界电影的独特创造，其令人眼花缭乱的

武打动作和亦真亦幻的武林江湖已经反过来影响到了好莱坞电影。③ “合而不同”。如 “侦探片”历来为

西方商业电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当代中国的电影发展中，结合自身的历史现实，逐步发展出有别于

西方的侦探和间谍的 “反特片”，显示出中国元素在这一类型电影中的独特创造。

第二个问题是，非商业化语境对中国式类型电影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电影市场，商

业化取向 （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抗好莱坞、振兴民族电影的取向）并非形成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唯一因素，视

电影为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宣传阵地的政治化取向以及视电影为艺术的作者论取向也催生了新的有别于好莱

坞类型电影的形态。① “主旋律电影”。在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国家战略中，主旋律电影成为

有别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新的类型化方向。尽管主旋律电影承担着严肃而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历史

使命，但是为了好看、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也在努力地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要，力图在贴近现实、反映

社会现实问题、体现百姓心声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于是，“政治主旋律娱乐化和类型

拓展”成为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发展最令人瞩目的趋势［１０］。② “代际电影”。中国电影艺术的另一逻辑

是 “代际”。从第四代到第五代到第六代，导演以群体性形象为当代中国电影勾勒出 “作者类型电影”的

独特形态。虽然在西方电影理论批评中，“作者电影”是与 “类型电影”相对立的两种批评模式，但是，

以代际论的 “作者类型电影”却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主打模式。一方面是导演风格的群体化特征，另一方

面则是导演身份和个人风格的强化，都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特色。这与香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导演被

淹没在批量化的商业电影生产之中，作家风格只是部分或者点缀式地出现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无

论是从制片方类型电影角度还是从批评家类型电影角度，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都无法简单地被划为任何

一个类型。当然，这里的问题还很复杂，即一方面某些重要的可识别元素的重复，如张艺谋色彩、冯小刚

幽默、周星驰搞笑，但另一方面，他们各自也存在内在突破的问题，如张艺谋的 《千里走单骑》、冯小刚

的 《集结号》和周星驰的 《长江七号》都在有意识淡化这种可识别元素，偏离部分观众期待，这不能不

说也是一种冒险的尝试。它不能用 “转型”来指称，只能是偶尔为之的策略。

第三个问题，类型电影问题在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出场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类

４６



第５期 陈　瑜：中国类型电影研究的几个问题

型电影问题时，除了影片文本因素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三十年间，在改革开放背景之下的华语电影

（由于文化交流渠道的打通，大陆与港、澳、台以及其他地区华语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出现的

不同阶段的类型电影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空间化 （地方性）的类型电影问题必须引入时间化 （历

史化）的维度进行思考。事实上也是如此，类型电影在三十年中国文化语境中是一个被多次提及探讨的问

题，但每一次提出的问题重心并不一样。８０年代，在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放开的背景下，类型电影在两个
层面上同时呈现：一方面是在文艺大众化的逻辑下，以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创造了反特片、战争

片、侦破片、武打片等多种类型样式；而另一方面，在电影是艺术还是商品的讨论中，类型化＝商业化＝
观众趣味＝庸俗化的批判逻辑表现出想象观众趣味中的伦理指向。９０年代中后期，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冲击
和入世的挑战，中国式类型电影的问题被正面提了出来。商业电影＋民族电影的文化逻辑造就了近十年来
“主旋律电影”、“中国式大片”和 “贺岁片”三大中国式类型电影形态。商业化＝类型化＝好莱坞化则成
为中国式类型电影的审美取向。主旋律电影凭借对核心价值观的弘扬、雄厚的资金和强势的宣传站稳了脚

跟；中国式大片凭借名牌导演和国际明星的号召力以及成功的商业运作能力往往成为票房的最大赢家；而

“贺岁片”，则一方面成功地运用了电影院线制的营销体系，另一方面充分满足了中国节庆文化的审美需

求，也能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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